
從庾信到王績：北朝至

唐初别業詩的形成

呂家慧

提　 　 要

本文以庾信及王績的詩歌爲中心，探討别業詩從唐前到唐

初的萌生過程。文章考察了别業在南北朝的發展狀況，認爲北

朝的園庭修築更直接地影響了唐代别業的流行，並指出唐人已

視庾信和王績爲别業詩之創始人。庾信、王績的隱居方式成爲

唐代最常見的兩種别業生活類型的先導。他們的作品，因受到

六朝以來的體物傳統以及宫廷寫作的模式的影響，也一變陶淵

明質樸的藝術風格，並以其前後相繼而形成的别業詩的創作特

色，開啓了唐代山水與田園詩合流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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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業詩”作爲唐代所形成的一種詩歌類型，其概念最早由

葛曉音先生提出〔１〕，其後也有前輩學者對於“别業詩”所牽涉到

的各個層面，包括文人仕隱思想的轉變、老莊思想的影響以及山

水田園詩的演變等加以關注〔２〕。但他們的興趣更側重於入唐

後的别業文化，至於唐前到唐初别業詩的醖釀則罕見論及。就

現存文獻資料觀之，别業的生活型態在南北朝已初步建構，在庾

信的集子當中，已可看到早期“别業詩”相對集中地呈現，而“别



業”一詞更出現在號稱“今之庾信”的詩人王績的作品當中〔３〕。

王績的活動時間跨越隋、唐兩代，雖有許多作品作於初唐，但整

體依然可視爲北朝隋代文化傳統的延續。故本文擬以庾信和王

績爲中心，討論其隱居方式的性質及其處理别業中的山水景物

和田園生活的創作手法，藉此勾勒出别業詩從唐前到唐初的形

成過程。

一、 唐前别業的形態及
相關的文學描寫

　 　 别業的意義與“本宅”相對，意指主人在本宅之外，於風景

優美處，另外經營以供遊憩的居所，它有時也被解釋爲“郊野

園”，與“城市園”相對〔４〕。“别業”或名“别館”或“别墅”，《晉

書》載石崇有“别館”在河陽之金谷〔５〕，但根據石崇自序，金谷别

館又名“河陽别業”（《思歸歎序》〔６〕）。又《宋書·謝靈運傳》

云：“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别

業。”〔７〕可見别墅就是别業。除了石崇與謝靈運外，南北朝貴族

卿相多有從事别業營修者見於記載，而因時代及地域的不同，别

業又可區分爲幾種類型。與之相關的文學描寫也出現了一些可

以視爲别業詩先導的特徵。

南朝别業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與莊園混一的自然山水

園〔８〕，謝靈運的始寧别業可謂其中代表，它由南北兩山以及兩

山之間的大小巫湖相連而成。這類型的别業占地廣闊、連山帶

湖，並擁有衆多佃户於其中從事農作，除了提供别業主一處休閑

遊憩之所外，也是莊園主的主要經濟來源，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

生活空間。南朝偏安政權有賴於世家大族的支持，皇權在此一

時期相對萎縮，則又有助於土地私有的發展。《南史·蔡興宗

傳》載：“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宫省。封略

山湖，妨人害政。”〔９〕豪右勢力與王憲的緊張關係恰恰爲江左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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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封山略湖式的鋪張經營提供有利條件。除了謝靈運以外，王

騫的鍾山舊墅〔１０〕、孔靈符的永興别墅〔１１〕及沈慶之的婁湖園

舍〔１２〕等亦都可被歸於這種與莊園合一的别業類型。

謝靈運在始寧墅中的創作最能説明這種大士族的大莊園趣

味，《過始寧墅》詩云：“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岩峭嶺稠叠，

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緑筱媚清漣。”〔１３〕詩人在包攏山水清

華的始寧别業中，對於物象刻畫的興趣可見一斑，“巧構形似”

的文學技巧，正是大謝山水詩的一大特色。又如從《於南山往

北山經湖中瞻眺》〔１４〕的詩題和内容來看，詩人的交通方式則是

先乘舟後騎乘，説的都是南朝貴族式的大規模山水遊觀。儘管

始寧别業也有佃農從事農作，但在大謝的别業詩當中，我們幾乎

看不到田園耕作的景象。詩人所感興趣的，是在仰視俯瞰中羅

列天地萬物。可見大謝對别業的文學書寫與一般遊覽山水的詩

賦基本相同。

另一類是部分士人在建康郊區經營的“郊野園”，比如徐勉

戒子“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正欲穿池種樹，少寄

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１５〕。又根據《梁書》記載，一

代詞宗沈約於梁天監六年（５０７）在建康以北鍾山之麓“立宅東

田，矚望郊阜”，並模仿謝靈運《山居賦》作《郊居賦》一篇。可見

除了大謝那樣連山帶湖的莊園外，郊野小園在南朝也開始受到

士大夫們的歡迎。沈約的《宿東園詩》有云：“野徑既盤紆，荒阡

亦交互。槿籬疏復密，荆扉新且故。”〔１６〕表現的正是一種田園的

野趣。又根據沈約寫給劉杳的信，他建東郊園的原因在於：“生

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

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

時得休偃。”〔１７〕即意圖在建康郊區的别墅裏達至林隱的心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約對於“自然”的理解，他命人在東郊齋閣

的牆壁上題王筠的《草木十詠》、劉顯的《上朝詩》、何思澄《遊廬

山詩》以及劉杳爲其齋閣所寫的贊，説明詠物、政治及山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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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都可以被囊括到他的“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１８〕的

環境當中，廟堂之思與田園閑遠之志並不相互矛盾。又就文學

表達來講，沈約欣賞王筠等人的理由是王筠“指物呈形”的技

巧〔１９〕，以及妍麗而富有聲韻之美的文字〔２０〕。可見沈約還是以

六朝主流文壇的審美風尚來妝點其郊居的。

沈約是《宋書》陶淵明傳的作者，在陶潛長期被忽略的年代

裏，沈約至少是注意到了他。從沈約的東田郊居，“思幽人而軫

念，望東皋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２１〕，我們或

可推測沈約本人對於陶淵明的思想也有認可之處。然而，沈約

對於東郊園的描述已不同於陶淵明寫意式的田園描寫：“遷甕

牖於蘭室，同肩牆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户。”“欲

令紛披蓊鬱，吐緑攢朱；羅窗映户，接溜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

翠葉而九衢。”“或班尾而綺翼，或緑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

乍間關而來往。”（見《郊居賦》〔２２〕）如此等等，都以賦體的鋪排

方式表現了陶潛的田園題材。沈約《行園詩》〔２３〕也同樣是詳細

地羅列寒瓜、秋菰、紫茄、緑芋等農作物〔２４〕，從文學的趣味來説，

這種細緻的鋪排和陶淵明所欣賞的“意趣”大相徑庭。這實際

上是符合沈約本人以及整個南朝的文學主流的。可見沈約對郊

野園的文學描寫已經初步具有後世别業詩的兩大基本特點：一

是並不脱離廟堂的隱居方式導致仕隱觀念的變化；二是以巧構

形似之言的審美趣味描寫田園的作法導致山水詩與田園詩表現

方式的初步合流。但一來沈約田園詩極少，二來就算是沈約式

的田園詩在南朝也是後繼無人，其影響不能高估。相對而言，前

文所説徐勉在東田營修“小園”，入北的庾信在長安有“面城”

“近市”的“數畝敝廬”（《小園賦》），這種在市郊修築的私人園

庭，就其位置和功能來説，纔是盛唐别業的源頭，而真正承接沈

約，較爲集中地以詩賦描寫了這類郊園的，也是入北之後的

庾信。

北朝的别業也有兩類：一類爲郊郭型，集中於長安、洛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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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唐代兩京的别業修築，其最直接的來源是承自北朝，因而相

對於南朝以大謝爲代表的莊園，北朝的别業及園亭的修築情況

更值得注意。根據楊鴻年先生的《隋唐兩京考》，隋唐貴族常於

城内某一坊有宅外，又於其他坊有園林庭池等别宅〔２５〕。其實在

大城内外修築園池的風氣北朝時已然，例如洛陽郊區的洪池别

墅〔２６〕是北魏元禧政變的重要場所之一。又，根據《洛陽伽藍

記》所載，洛水以北的“王子坊”：“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

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户連房，

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

有。莫不桃李夏緑，竹柏冬青。”〔２７〕其中又以河間王元琛的宅邸

最爲豪奢，規模堪比晉石崇的金谷别業。北魏洛陽的公卿營修

私宅的風氣也被隨後的北齊與北周繼承，現存庾信及其他北朝

詩人的作品當中，尚可見許多庭園内的吟詠或應酬之作。北宋

蘇轍《洛陽李氏園池記》説：“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

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２８〕所

謂漢唐遺俗，實可追溯到北魏洛陽時期的私園修築〔２９〕，儘管這

些城市裏外的園庭並不都是嚴格意義上的、與本宅相對的别業，

位置也不一定處於郊區，但主人均對其進行人工修整，意圖將自

然野趣圈進有限空間内作遊觀之用，並在其中進行社交活動，這

些庭園確實已然成爲北朝文學的重要創作場域。就現存庾信的

詩賦來看，他的小園近市面城，其實就是在大城周邊，建立一座

與城内的府第相對的别業。入唐之後，隨著世局的穩定，這種在

私宅内模山範水的興趣更擴大到一般士子於兩京周邊的别業，

從而開展出有唐一代的别業文學。

北朝另一類别業爲鄉村型，多爲祖業所在。北魏太和九年

開始實施均田制並爲其後的周齊政權所繼承，不同於南朝僑姓

高門因爲南遷而喪失其祖業基礎，北朝士族往往擁有“城市與

鄉村的雙家型態”〔３０〕，在進入首都，與北方政權合作的同時，還

保有家鄉的祖業基礎。因此每當北朝士人仕途不順，或者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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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時，則他在故里所擁有的土地，就可能成爲其休憩遊觀的場

域。北齊祖鴻勳在雕山的營建當屬此類，根據他寫給陽休之的

信件來看，雕山位處范陽西界，“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

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

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３１〕正是在家傳的土

地上另營屋舍，以親山水。又根據王績《遊北山賦》的叙述，王

氏家族田産“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墳隴寓居，倏

焉五葉”〔３２〕。他在别業中則“獨居南渚，時遊北山”〔３３〕，實際上

也就是在祖上所受田而治的十幾頃田地上蓋幾間小屋，將自己

的生活空間與兄長隔開罷了。其别業營造模式，亦當可與祖居

歸爲一類。這種因授田所得的資産，自然不及南朝貴族的莊園

攏括山水之規模，但也爲别業詩提供了良好的創作環境。

謝靈運《山居賦》開篇云：“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

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

也，黄屋實不殊於汾陽。”〔３４〕指出巖棲、山居、丘園、城傍四者隱

居方式雖然不同，但若論其心，黄屋之富貴和汾陽之高情可以一

致。這種“隱居”的觀念可以説是南北朝文人構築别業的共同

理念。因此無論何種類型的别業，主人均可以隱士自居。如石

崇《思歸歎序》便自言：“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

陽别業。”〔３５〕大謝在始寧墅中則是“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

放爲娱，有終焉之志”〔３６〕。而《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正始寺”

也曾載：“（張）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

屬；深蹊洞壑，邐遞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

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峥嶸澗道，盤紆復直。是

以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

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３７〕張

倫的景陽山或非别業，而是他的住宅，但自宅的園庭尚致力於對

自然的模仿，並且還得到姜質等山情野興之士的高度認可，可見

對時人來説，即便是在城市的宅園内吟詠自然，也並不妨礙其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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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操。也正是由於這種觀念在士大夫中的普及，關於别業的

文學書寫纔會包羅山居、丘園、郊郭等各種環境，最終導致盛唐

山水田園詩合流的創作模式成爲可能。

二、 唐人對庾信和王績
别業詩的認識

　 　 庾信和王績的别業雖然分别爲郊郭型和鄉村型，但因其詩

歌表現方式的一脈相承，爲唐代别業詩的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庾信到王績，正是别業詩從唐前進入唐代的關鍵階段，這可以

從唐人對二者的認識得到確認。

關於庾信和王績對唐代别業詩的影響，已有當代學者論及。

葛曉音先生《山水田園詩派研究》曾説：“（王績）的田園詩裏除

了田家的生活意趣外，更多的還是隱者的林泉高致。只是這種

山林之思局限在莊園的範圍之内，不同於二謝的山水詩。從這

個意義上來説，也可以説王績是唐代别業山水詩的先導……身

在田園而意在林泉之趣，在山水描寫中綴以野興幽情以表現隱

士的高古閑雅，也是王績對庾信的發展。”〔３８〕葛先生已然指出在

王績的創作實踐中，南朝原來分爲兩路的山水詩和田園詩在唐

代别業詩中合流。但唐人如何看待庾信和王績的别業詩，他們

是否可以被視爲唐前到初唐别業詩形成鏈條上最關鍵的兩個環

節，王績又如何在具體的創作中追步庾信，則是可以進一步探討

的問題。

唐詩中的别業各具形態，一般官僚和士人的多是郊郭型或

鄉村型，王公權貴及宗室則多有連山帶湖的山水自然園，尤以初

唐爲盛。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先生指出，與“本宅”相對的唐代的

“别業”“位於野性與馴化這兩種自然的交界地帶，展示了一個

棄絶公衆生活而又尋求個人隱退的空間”〔３９〕。唐代文人樂於在

其中扮演一種“假日隱士”〔４０〕的身份，出仕與隱居乃是唐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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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兩個面相，彼此並不相衝突。筆者認爲，在唐人的别業詩創

作中，我們亦能看出庾信或王績對於這些“假日隱士”的影響。

唐人對庾信和王績别業詩的認識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唐人

認可了庾信作爲别業隱士的形象，在幾首典型的唐人别業詩當

中，庾信的小園被適當地召喚出來，如：

藏頭不復見時人，愛此雲山奉養真。露色點衣孤嶼曉，

花枝妨帽小園春。時攜幼稚諸峰上，閑濯眉須一水濱。興

罷歸來還對酌，茅簷掛著紫荷巾。〔４１〕（韓翃《又題張逸人園

林》）

小宅裏閭接，疏籬雞犬通。渠分南巷水，窗借北家風。

庾信園殊小，陶潛屋不豐。何勞問寬窄，寬窄在心中。〔４２〕

（白居易《小宅》）

第一首《又題張逸人園林》所謂“花枝妨帽小園春。時攜幼稚諸

峰上”，應由庾信《小園賦》“簷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礙眉”〔４３〕，

“薄晚閑閨，老幼相攜”〔４４〕脱胎而來。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

《小宅》將庾信的小園和陶淵明的屋宇並置於一聯，説明在白居

易的認知裏，庾信和陶潛的隱居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儘管庾、陶

所居“園殊小”、“屋不豐”，但結尾“寬窄在心中”則點出無論庾

信的小園或陶淵明的田居所彰顯的，都是一種心理而非實際的

空間。類似的手法尚可見於李群玉《請告南歸留别同館》“不勝

庾信鄉關思，遂作陶潛歸去吟”〔４５〕，將庾信和陶淵明並列，還是

説明唐人對於庾信學習陶淵明的認識。庾信的鄉關之思也確是

他在北周追步淵明，於小園中高歎“歸去”的直接原因。唐人對

於庾、陶繼承關係的認識是建立在唐人普遍視郊園别業爲隱居

的基礎上，而這種隱逸模式也是庾信對於陶淵明的發展。

其次，在唐代的别業詩當中，我們往往可以找到類似庾信或

王績的别業情調。如王維《從歧王過楊氏别業應教》“興闌啼鳥

換，坐久落花多”〔４６〕以及祖詠《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别業》“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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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覆地，竹外鳥窺人”〔４７〕，讓人想起王績《春晚園林》裏的“落花

隨處下，春鳥自須吟”〔４８〕；劉長卿《送鄭十二還盧山别業》“忘機

賣藥罷，無語杖藜還”〔４９〕所運用的典故，也見於庾信和王績的詩

歌當中。初唐詩人上官婉兒的《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

首》〔５０〕或許最能説明王績和唐代别業詩之間的關係：上官婉兒

用王績構造田園的方式來“構築”一所公主的别業，如“鑿山便

作室，憑樹即爲楹”，“書引藤爲架，人將薜作衣”以及“横鋪豹皮

褥，側帶鹿胎巾”等。其中“憑樹即爲楹”是從王績《山中獨坐》

直接移植過來〔５１〕，“人將薜作衣”在王績《過鄭處士山莊》其一

的“山衣緝薜蘿”〔５２〕已有表現，“横鋪豹皮褥，側帶鹿胎巾”更是

從“横文彪子褥，碎點鹿胎巾”〔５３〕化來。可見即使在公主山莊

中的創作，也有受到王績的别業模式的影響之處。上官婉兒是

初唐著名的宫廷詩人上官儀的孫女，本身也是一位宫廷詩人，在

中宗朝負責藝文活動的舉辦，但在這座公主的莊園當中，她卻以

一個隱士的角色出現，她的例子或許最能説明由庾、王所開啓的

别業隱士的特質。用宇文所安先生的話來説：“如果説這位臉

上曾被打上犯人烙印的皇帝昭容還能扮演男性隱士的話，那麽

角色就不是根據主人公自身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來定的。他們可

被任意選定，以致讓人忘卻了她的真實面目。角色扮演中所包

含的自我設計的要素成爲隨後盛唐時代最顯著的特徵

之一。”〔５４〕

由唐人别業詩中對庾信及其小園的認識，以及對王績别業

詩描寫方式的吸取，不難看到庾信和王績在唐代别業詩中的影

響。這一現象可以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庾信和王績别業詩的關

係。無論是從隱士角色的扮演或是隱居環境的設計來説，在上

官婉兒之前，庾信已在小園别業中開始其隱士的扮演。王績雖

然可以説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隱士〔５５〕，但他在文學上構造别業

的方式還是直承庾信的小園而來。不過從庾信到王績，别業詩

如何形成其觀念傳承和描寫方式的基本特徵，還需要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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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

三、 庾信和王績的隱居
方式及其性質

　 　 庾信和王績的别業詩創作與其生活環境和隱居方式有密切

的關係。他們的時代背景和隱居原因雖然不同，但也有不少相

似之處，如生活相對富足，一方面在别業裏以隱士自居，另一方

面又與當代主流文化圈甚至是政治核心關係緊密〔５６〕。庾信隱

居在市郊的小園當中，有王公貴族不時探望接濟。而根據《答

處士馮子華書》，王績本來居住在河渚祖業，後“都盧棄家，獨坐

河渚，結構茅屋，並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５７〕。

這種隱居生活方式直接導致了他們的隱居觀念的形成。

隱士傳統在中國文化中由來已久，先秦兩漢對於隱士的理

解，是指其遁迹山林，棄絶人事。廟堂與江海對當時的人來説，

是互相對立的兩個概念〔５８〕。但由於漢代朝廷招隱士以飾太平

的風氣盛行，也出現了不少假隱士，乃至有“陸沉於俗，避世金

馬門”〔５９〕的説法。魏晉以後，“仕”與“隱”的内涵隨著玄學的論

辯成爲一組複雜的概念，從郭象《莊子》注“夫聖人雖在廟堂之

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到梁元帝的《全德志論》“物我俱

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

有三徑；但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都説明“仕”與“隱”的觀念

由對立走向融合〔６０〕。但細究這種“朝隱”的理想，與其説它具

有隱居的實質，不如説它更傾向於一種精神上的超脱，六朝士大

夫對於隱逸的追求，大多只是心嚮往之而罕有真正的實踐。他

們一方面志在軒冕，另一方面又以優遊山林的方式展現其名士

情調，“朝隱”的觀念實與六朝山水詩的興起互爲表裏，這方面

的研究已多見於前輩學者的論述，兹不再綴〔６１〕。六朝士人中真

正放棄側身主流政治、斷絶仕進，回歸隱士的本初意義的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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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但陶淵明式的真隱在南朝没有

後繼。

陶淵明之後，庾信在他自己構築的别業裏塑造了一個承繼

陶氏的隱士形象。這種繼承，更多地表現在田園生活的“形式”

而非“精神”上面。庾信自出仕梁朝開始，便已是當時文壇的領

袖人物之一，他的文名使他一生都與當朝貴卿來往頻繁，《周

書·庾信傳》説他在北周所受到的待遇是“趙、滕諸王，周旋款

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請托”〔６２〕。宇文逌在爲庾信

集所寫的序中自言和庾信“夙期款密，情均縞紵，契比金

蘭”〔６３〕，又説庾信的文學“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爲

虛襟”〔６４〕，等等，足見他一生從未離開政治核心。值得注意的

是，這樣一位得到公卿榮寵的文人，卻在作品中多次引用陶淵明

及其相關典故〔６５〕，並表現對於農事活動的關注，留下幾首田園

詩作品。

對比庾信在别業中暫時躬親田園生活的隱居方式，王績與

隱士的形象似乎更爲靠近，但他的隱居方式也與陶淵明存在著

本質上的不同。王績始終與當代主流的文學或文化集團保持著

密切的關係。與王績交好的薛收正是當時文壇領袖薛道衡的兒

子，同時也是王通的學生；《贈梁公》的對象則是初唐重臣房玄

齡。此外，從王績的書信如《與江公重借隋紀書》以及《東皋子

答陳尚書書》等文章，也可知王績與陳叔達、杜淹、魏徵均有往

來，甚至還捲入這些朝臣的政治鬥爭當中。因此王績雖“躬耕

於東皋，故時人號東皋子”〔６６〕，但不同於古代隱者的離群索居，

也没有陶淵明“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的寂寞。庾信和王績

只是在别業的一方空間裏構築自己的隱居世界，所謂的隱居，實

際是以隱士的表面姿態來掩飾不能真正避俗的内心。

庾信的别業詩以《奉報窮秋寄隱士》、《歸田》、《園庭》等作

品爲典型，在這些作品當中，庾信運用那些已被熟習的有關隱士

的典故與詞彙，在小園裏扮演一位隱士，著力於刻畫小園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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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並聚焦於特定的角落以營造一種清冷的隱居色調。以

《奉報窮秋寄隱士》爲例，首聯直接點出上古隱士王倪、齧缺、桀

溺、長沮的名字，次聯“藜林負日荷，麥隴帶經鋤”則以向詡和倪

寬的生活方式召喚漢代的隱士傳統。而自“自然曲木几，無名

科斗書”以下，又致力於描寫隱居環境内的細節，其中“曲木

几”、“科斗書”是以古樸的器用、文字來營造一種與世隔絶的氛

圍。“繁花聊飼鶴，穿池試養魚”表現出隱士的生活雅興，而“小

村治澀路，低田補壞渠”似乎又説明了儘管庾信在北朝深受北

周貴族們的禮遇，但在他自己所扮演的隱士角色裏面，他對於自

己的勞動姿態更感興趣〔６７〕。如果説陶淵明的田園詩寫作往往

疏於景物刻畫而著重於個人人格的象徵意義的話，那麽庾信的

别業以精巧的細節摹寫暗示其内心的蕭索，在文學上營造一個

與世隔絶的心理空間，從他的《奉報趙王惠酒》“梁王修竹園，冠

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源”〔６８〕，就可以看出：他自比

爲桃花源的别業之外就是冠蓋風塵，用沈佺期在《陪幸韋嗣立

山莊》〔６９〕的話來説，是所謂“花源接九重”，桃花源以外就是九

重宫闕。

隨著隱居方式的改變，别業裏的隱士無論其實際心態如何，

都成爲一種可以用文學塑造的角色。王績和庾信一樣，都試圖

使自己和上古的隱士傳統接軌，是故他在詩歌作品中大量採用

與庾信類似的隱士典故。以《山家夏日九首》爲例，如“隱士長

松壑，先生孤竹丘”，“九春寧解褐，五月自披裘”，“自得爲巢許，

無勞買卻山”，“不特嫌周粟，時時須采薇”，對比庾信“三春負鋤

相識，五月披裘見尋”，“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小

園賦》），“避讒猶採葛，忘情遂食薇”（《擬詠懷》其二十一）等

等，都以相似的典故妝飾出相同的高士意象，同時也藉以突顯了

在山莊裏“抱琴聊倚石，高眠風自彈”的風神。王績也曾涉及營

生的勞作，例如“傍巖開灶井，横澗引庭除”，“北巖採樵路，東坡

種藥田”等，但那都不是詩人的重點，這些勞作都僅僅只是“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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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而非陶淵明“營生”的表現。王績的興趣更在於“物華”，他

只是欣賞這種被營造出來的生活方式，所以更著意於觀察園居

裏的每個角落並將它們刻畫出來。是以王績的隱者形象往往也

參雜著一種高士的情懷。以王績的《被徵謝病》〔７０〕爲例，我們

可以看到王績如何深化庾信的隱士形象塑造：同樣是寫隱者，

《被徵謝病》比庾信《奉報窮秋寄隱士》更加全方位地描寫一個

隱士的生活。首聯“漢朝徵隱士，唐年訪逸人”指向一個古老的

年代，“横裁桑節杖，豎剪竹皮巾”同於庾信“自然曲木几，無名

科斗書”的寫作手法，都是以質樸的日常用品襯托隱士的絶世

脱俗〔７１〕。“鶴驚琴亭夜，鶯啼酒甕春”，對隱居的環境渲染比庾

信的“繁花聊飼鶴，穿池試養魚”更加閑適幽雅。再以庾信此聯

與王績《田家》其一〔７２〕的“小池聊養鶴，閑田且牧猪”比較，他們

的句法更加類似，而透過“鶴”所代表的隱士文化意涵，與其説

他們必須致力於農作畜牧以維持營生，不如説他們只是享受隱

居在别業田園的閑適生活並追求一種高雅的生命情調。

對於現實的無奈以及類似的隱居形態乃是庾、王别業詩相

承的基本原因。庾信在南梁滅亡後，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舞臺，

北周宗室的愛重，無法消解其亡國的耻辱，特殊的文學地位以及

個人的政治期許又使他不能真正地遁居山林。自愧失節的心態

使他需要借助傳統的隱逸觀念，尋找一個隔離世俗的環境來緩

解他終日“面熱心寒”的精神煎熬；而屈仕敵國的事實又使他只

能徒然追求淡泊名利的外在姿態。因此庾信只是借用别業爲自

己營造了一個隔絶外界的形式，以表現隱居的願望而已。這種

暫居於别業的“小隱”姿態，既不同於隱於市的“大隱”，更不同

於陶淵明的真隱，爲唐人提供了一種最合意的隱居方式。

王績少得文名卻無法在政治上一展鴻圖，對於政治現實的

失望導致他走上歸隱的道路，但特殊的家學背景又讓他與主流

文化關係密切。王績在隋代曾有“今之庾信”之譽，文學地位的

前後相承，或許不一定是王績接受庾信隱居觀念的原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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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都未能如陶淵明那樣徹底與世俗決裂，因此王績雖有小隱

於鄉野的行迹，卻也像庾信一樣，既没有陶淵明“貧富常交戰，

道勝無戚顔”的思想掙扎，更没有陶淵明在躬耕生活中對於自

然之道和人生真諦的深刻思考。於是兩位不同時代的詩人都在

别業裏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歸宿。

庾信以暫居郊郭别業爲隱居而又不棄執珪的觀念和生活方

式，以及王績在三仕三隱的過程中在家鄉的别業中逍遥自適的

生活方式，是唐代最常見的兩種别業生活類型。别業成爲唐代

文人待仕而隱或在居官間隙最重要的閑居場所，主人和訪客在

别業中也往往以田家、隱者的角色自居。追溯這種文化現象的

根源，庾信和王績别業詩的先導意義是不可忽視的。

四、 唐初别業詩表現方式的形成

庾信和王績以别業爲隱居的生活方式和創作環境，必然帶

來表現方式的變化。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論，唐前别業的文學描

寫本來是涉及山居、丘園和郊郭等各種環境的。但在庾信之前

還没有出現成熟的别業文學。庾信將田園圈進别業，在藝術表

現上提供了以南朝山水詩極貌寫物的描寫方式刻畫田園生活的

經驗。如果説庾信的别業詩尚囿於田園詩的框架，王績則進一

步從陶淵明的田園躬耕轉向在别業裏吟詠林泉。正如王績《解

六合丞還》所説：“我家滄海白雲邊，還將别業對林泉。”〔７３〕在

“别業”裏欣賞和歌詠“林泉”，從題材到表現都促成了原來成兩

路發展的山水詩與田園詩在别業中的合流。

庾信爲了强調自己的隱士角色，别業描寫重在田園農事，從

這一點來説是陶淵明的異代繼承者。但陶詩是以寫意爲主，以

意寫境，而北周滕王逌説庾信工於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

物之瀏亮”。庾信移山水池苑到田園的創作手法正好開啓了田

園詩由“寫意”到“體物”這一寫作路數上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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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績則以庾信的表現模式爲先導，結合六朝以來的主流文

風，以更加細緻的體物手法刻畫别業中的田園山水。換句話説，

六朝以來的審美慣性依然深刻地影響庾、王二人的田園詩作品。

這種講求文字技巧及細景描摹的創作方式，形成一種有别於陶

氏寫意的藝術表現模式。以下即以庾、王對於陶氏田園詩寫作

方式的改造爲中心，説明庾、王如何從“觀賞”的角度，在景致的

細緻刻畫中，一變陶氏以感受爲主的寫意風格，下啓盛唐山水田

園詩的繁榮。

受到六朝以來的審美慣性的影響，庾信對於觀察並刻畫瑣

細的景物似乎特别感興趣。他本來擅長於山水宫苑景物的描

寫，例如《詠畫屏》組詩其二“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７４〕，《和

靈法師遊昆明池》“碎珠縈斷菊，殘絲繞折蓮”〔７５〕，以及《對雨》

“濕楊生細椹，爛草變初螢”〔７６〕等，這些細緻的描繪正是庾信池

苑山水詩的特色所在，但類似的風格也被延展到其他題材中，包

括他的别業詩。如詠懷組詩《擬詠懷》其十八“露泣連珠下，螢

飄碎火流”〔７７〕，以及幾首較爲典型的别業詩，如《山齋》“圓珠墜

晚菊，細火落空槐”〔７８〕，《園庭》“古槐時變火，枯楓乍落膠”〔７９〕

等，也表現出同樣的興趣。在别業詩中，庾信承接了齊梁宫廷詩

著重細景刻畫環境的創作模式，以精巧細緻的筆致描寫田園生

活，從而使田園詩和山水詩的表現方式趨同。

王績將庾信的田園描寫發展得更加瑣細。《山家夏日九

首》應能説明他繼承並發展庾信對於隱居環境的刻畫方式。這

組詩的第一首中“寂寞坐山家，蕭條玩物華”〔８０〕兩句，即清晰地

表明了王績田園詩的創作旨趣在於享受其間的“物華”。他的

隱居環境寧靜而清幽，因爲没有人事的打擾，所以詩人的感官可

以察覺到自然的各種細微變化。如第一首的“石榴兼布葉，金

■唯作花。落藤斜引蔓，伏笋暗抽芽”，不但看到石榴、金■、落

藤的各種姿態，甚至注意到地下伏笋暗中萌芽的動靜，這是林泉

高士而非田家勞動者才有的閑情雅興。又如最後一首“避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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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東，蕭條趣不窮”〔８１〕，正可以和第一首的“蕭條翫物華”相互

呼應。王績在物華的賞玩當中發現無窮的樂趣，並用大謝式的

鋪陳手法將各種景物一一羅列出來。如“密藤成斗帳，疏樹即

簷櫳。槿花礙前浦，荷香欄上風”〔８２〕，藤、樹、花、荷，一句一景，

通過觸覺、視覺和嗅覺的交替運用，寫出景物的疏密和前後遠近

的佈局。又如第一首的“池光連壁動，日影對窗斜”，第二首的

“溪深常抱凍，磵冷鎮含秋”，第三首的“樹密簷偏冷，泉深階鎮

寒”，以及第八首的“樹蔭連户靜，泉影度窗寒”，都是在幽靜的

氛圍當中突顯光影、温度的變化。這些細緻的描寫又吸收了謝

朓、何遜山水詩善於捕捉水光、日影動態的長處。這種以“田

園”爲題材框架，以林泉爲賞玩對象，以“體物”爲創作手法的表

現方式，便成爲庾、王别業詩的基本特徵。

除了對“體物”所表現出的高度興趣以外，從庾、王二人的

作品當中，我們還可見出宫廷所養成的審美慣性是如何地滲透

到别業詩的隱居主題當中。以庾信的《園庭》爲例，這首詩的開

頭雖然已聲明詩人的興趣在於“物外”與“閑郊”，但從他對於園

庭的環境描寫觀之，“水蒲開晚結，風竹解寒苞”對比寫宫苑的

《詠畫屏詩》其八的“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８３〕，以及應制詩

的《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内史》“新蒲節轉促，短筍籜猶重”〔８４〕，

也只是同一種構思方式下同類景物的不同寫法。然而後者的開

頭卻是“徘徊出桂苑，徙倚就花林”，“玉山乘四載，瑶池宴八

龍”，明確地把場景設置在貴遊的氛圍當中。此外，庾信還以

“香螺酌美酒，枯蚌藉蘭殽”來描寫園庭裏的器用，然而根據倪

璠的注釋：“《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穟，有香

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懷李

夫人，侍者覺皇帝容色漸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

出波祇之國。’知螺可用爲酒卮也。邊讓《章華賦》曰：‘蘭殽山

竦，椒酒淵流。’”〔８５〕可知香螺、枯蚌、蘭殽等非一般農家所能使

用的，甚至是帝王之家纔擁有的貢品。與其説它們被詩人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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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田園生活，倒不如説它們是因詩人的習慣而從宫苑移置到

了别業裏。

别業的空間特點以及對於庾信創作手法的深化，也使得王

績的某些詩歌的表現方式有類於庾信爲奉和應酬而作的宫苑山

水詩。《晚秋夜坐》和《山家夏日九首》其一，或許最能説明王績

之别業田園詩是如何受到庾信池苑山水的刻畫技巧影響的。這

兩首詩除去首尾二聯，基本上與庾信的宫苑山水詩境界相似，尤

其《晚秋夜坐》中間兩聯，“芰荷高出岸，楊柳下欹池。蟬噪黏遠

舉，魚驚鈎暫移”〔８６〕，將其插入庾信《詠畫屏》組詩中也不覺得

突兀。而“蟬噪黏遠舉，魚驚鈎暫移”的構圖手法甚至有可能即

直接取法自庾信“竹動蟬爭散，蓮摇魚暫飛”的詩句（《詠畫屏》

其二十二）。庾信的池苑山水詩以細節的描繪見長，而這種細

節的描寫或許正適宜爲人造的小園庭來服務，因爲它們都是人

爲製作的有限空間。池苑觀賞的描寫方式在王績的别業中依然

有效，如王績觀察到春天裏的生意，是“雪避南軒梅，風催北庭

柳”〔８７〕（《初春》），但在此之前，庾信已注意到夏日裏的“麥隨風

裏熟，梅逐雨中黄”〔８８〕（《奉和夏日應令》），這實是同一種邏輯

的不同説法，前者以雪、風爲主語，後者以麥、梅爲主詞。王績在

《贈李徵士大壽》寫下“澗寒松轉直，山秋菊自香”〔８９〕，但類似的

場景已爲庾信所構造，其《從駕觀講武》即言“樹寒條更直，山枯

菊轉芳”〔９０〕。這種細緻又時帶婉媚的取景模式，都不是陶淵明

田園詩式的，而是庾信式的，其創作手法延續了南北朝所形成的

細景刻畫的路數。

宫體詩習慣於在作品當中穿插神仙傳説，試圖將華美的宫

室營造出仙境的氛圍，隨著南北朝道教的盛行，這種表現方式更

是深刻地滲透在時人的作品當中。在很多關於宫苑的描寫或與

貴遊子弟的奉和詩當中，庾信都有意識地以仙境來渲染其詩歌

主題，例如《奉和浚池初成清晨臨泛》“翻逢積翠浪，更識昆明

灰”〔９１〕，《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内史》一開頭便是“玉山乘四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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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池宴八龍”〔９２〕的宏大氣象等，神仙世界所代表的永恒與富麗，

似乎最能迎合北朝王室的審美趣味。但值得注意的是，庾信後

期所構造的别業隱居環境，以《小園賦》爲典型，就習慣穿插神

仙典故於其中，而在詩歌表現方面，如“飛魚時觸釣”〔９３〕（《園

庭》），或是“遊仙半壁畫”的妝點，也是將宫體詩的同一套意象

系統，運用在小園生活的環境描寫當中。這種將自己的居處與

遊仙傳統結合的方式，又爲王績所進一步繼承。王績對於求仙

的態度是不明確的。一方面他與許多道士往來，詩中常有求藥

養生的場景，甚至還從事某些道教儀式，如《病後醮宅》所示；但

另一方面他又反對求仙，説是“迴頭尋仙事，併是一空虛”〔９４〕，

“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９５〕等。神仙的存在以及長生的可

能性在王績的文學表現當中似乎隨著詩人的情緒而被肯定或否

定，詩人隨意地以神仙典故群來裝飾自己的文字，而不在意主題

與主題之間所産生的種種矛盾，甚至在他的田園當中就有“障

子遊仙畫，屏風章草書”〔９６〕（《山家夏日》其五），這很可能是取

法庾信“遊仙半壁畫，隱士一床書”〔９７〕（《寒園即目》）的佈置。

儘管王績以阮籍和陶淵明爲榜樣，嚮往一種名士與隱士相結合

的風度，但在他的某些作品卻表現出另外一種形象，如《山中獨

坐》：“試逐遊山去，聊觀避俗情。引流還當井，憑樹即爲楹。酒

中添藥氣，琴裏作松聲。石爐煎玉髓，土釜出金精。水碧連年

服，雲丹計日成。還看市朝路，無處不營營。”〔９８〕與其説是遊山，

倒不如説即將成仙，以長生得道者的角度觀看人間世的利禄爭

奪。這種將隱居與遊仙暗中關聯的手法，與宫體文學將池苑形

塑爲仙境的模式，在邏輯上也是彼此相通的。這裏需要指出的

是，遊仙的氛圍甚少見於陶淵明所開創的田園詩，卻往往被運用

到山水詩的題材，因此，庾、王二人將神仙氣息帶進别業裏的田

園生活，也爲盛唐别業詩的藝術表現開啓先聲。

綜上，唐代别業詩的興起可溯源到南北朝各類别業及其文

學描寫。從唐前到唐初，庾信和王績的别業隱居方式及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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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創作是促使别業詩形成的關鍵。就隱居環境而言，别業兼

有山林、田園的特點爲别業詩提供了合山水和田園題材爲一體

的物質條件；就隱居方式而言，庾信和王績都借别業給自己設置

了隱士的角色，而又並不真正與世隔絶；就文學手法來説，庾信

總結南北朝以來的文學成就，並由號稱“今之庾信”的王績所繼

承。南朝文風的影響，使他們在别業詩的創作中，以陶淵明的田

園詩爲框架，以山水詩乃至宫苑詩巧構形似之言的描寫手法表

現隱居環境，從而形成了别業詩獨特的表現方式。因此庾、王一

方面成爲唐人别業隱居方式的先導，另一方面則以他們前後相

繼而形成的别業詩的創作特色對盛唐山水田園詩的合流産生了

深遠影響。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候選人）

注釋：

〔１ 〕　 見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第五章，第

三節《朝隱和待時之隱》，頁 １８０—１９３。

〔２ 〕　 比如美國學者斯蒂芬·歐文先生（宇文所安）以中宗朝爲中心，討論唐代别

業詩的特色。（見氏著，陳磊譯：《唐代别業詩的形成上》、《唐代别業詩的形

成下》，《古典文學知識》，１９９７，第 ６ 期 ／ １９９８，第 １ 期。）又如查正賢先生指出

初唐休沐宴賞詩上承晉宋山水詩的審美意識，形成“以隱逸爲雅言”的寫作

程式，並從而建立初唐士人“丘壑夔龍，衣冠巢許”的理想人格。（見氏著：

《論初唐休沐宴賞詩以隱逸爲雅言的現象》，《文學遺産》，２００４，第 ６ 期。）

〔３ 〕　 王績《解六合丞還》云：“我家白雲滄海邊，還將别業對林泉。不用功名喧一

世，直取煙霞送百年。”〔隋〕王績著，金榮華校注：《王績詩文集校注》（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１９９８），頁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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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今人一般將别業解釋爲郊野園，與城市園相對，又指本宅之外另建的遊憩

觀賞場所。在唐代園林中，别業的稱謂出現頻率極高，幾可作爲私家園林的

代稱。”李浩：《唐代園林别業考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頁 ３０。

〔５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０）卷三三，列傳三，《石苞附

子崇傳》，頁 １００６。

〔６ 〕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

館，１９９９），頁 ３３３。

〔７ 〕　 〔梁〕沈約撰：《宋書》（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０），卷六七，列傳二七，頁 １７５４。

〔８ 〕　 “私家園林不論貴族仕宦或庶民，在這一時期頗多向著自然山水園迅速發

展。他們選擇風景優美的自然山林來建造，成就了含山帶水、並復耕地的廣

大莊園。”見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頁 ３０。

〔９ 〕　 〔唐〕李延壽撰：《南史》（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１），卷二九，列傳一九，頁 ７７１。

〔１０〕　 “（王騫）不事産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南

史》卷二二，列傳一二《王曇首附曾孫王騫傳》，頁 ５９６。

〔１１〕　 “（孔）靈符家本豐富，産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

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南史》卷二七，列傳一七，《孔靖附子

靈符傳》，頁 ７２６。

〔１２〕　 “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

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

地語人曰：‘錢盡在此。’”《南史》卷三七，列傳二七，《沈慶之傳》，頁 ９５８。

〔１３〕　 〔南朝宋〕謝靈運著，黄節注：《謝康樂詩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５８），頁 ３０、３１。

〔１４〕　 原詩作“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

環洲亦玲瓏。俯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絶蹤。解作竟

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緑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

誰通？”〔南朝宋〕謝靈運著，黄節注：《謝康樂詩注》，頁 ７４、７５。

〔１５〕　 《南史》卷六〇，列傳五〇，《徐勉傳》，頁 １４８３。

〔１６〕　 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頁 １６４１。

〔１７〕　 〔唐〕姚察等撰：《梁書》（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０），卷五〇，列傳四四，《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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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 ７１５。

〔１８〕　 《梁書》卷五〇，列傳四四，《文學下》，頁 ７１５。

〔１９〕　 “（沈）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

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梁書》卷三三，列傳二

七，《王筠傳》，頁 ４８５。

〔２０〕　 “君（指劉杳）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

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

覽。”《梁書》卷五〇，列傳四四，《文學下》，頁 ７１５。

〔２１〕　 《梁書》卷一三，列傳七，《沈約傳》，頁 ２３７。

〔２２〕　 同上書，頁 ２３６—２４２。

〔２３〕　 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１６４１。

〔２４〕　 王績《食後》（田家無所有，晚食遂爲常）一首，羅列小米（百日黄）、胡麻、楚

豆、松皮脯、杜若漿、葛花、萸帶等的食材，使整首詩看起來仿佛一部農家食

譜，或亦上承沈約《行園詩》而情調更似田園之純樸。《王績詩文集校注》，

頁 ２０４。

〔２５〕　 如“唐高宗女太平公主於長安平康、正平、尚善、頒政、興道、興寧、醴泉七坊

均有宅，在積德坊、升平坊還有園亭”。楊鴻年：《隋唐兩京考》（武昌：武漢

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頁 ２７９。

〔２６〕　 見〔唐〕李延壽撰：《北史》（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０）卷一九，列傳七，《元禧

傳》。又根據李善注張衡《東京賦》，洪池在洛陽東三十里，見〔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頁 １０５。

〔２７〕　 〔魏〕楊衒之著，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

局，１９７６）卷四法雲寺，頁 １６３。

〔２８〕　 〔宋〕蘇轍著，陳宏夫、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０），

頁 ４１２。

〔２９〕　 又根據侯乃慧先生的研究，北朝時期“北方的私家園林則因地理環境的關

係，以城市型爲主，其中又以洛陽最盛。……這顯示出北方私園的兩個面

向：在建築方面，是極盡豪華豐崇，爭誇其壯麗高拔﹔在山、水及花木的布造

方面，卻又崇尚自然山林的野趣深僻﹔兩者皆朝向追求宏大的氣象”。見氏

著：《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１），頁 ３２。

７４２從庾信到王績： 北朝至唐初别業詩的形成　



〔３０〕　 見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Ｃｏｎｑｕｅｒ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ｒｓ牶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Ｊ． Ｂｒｉｌｌ． Ｌｅｉｄｅｎ，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１９６５）ｐ． ４４，４５。又，根據毛漢光先生研究，

南朝高門貴族多居住於建康附近，雙家制只適用於北朝士大夫之一般情形，

且隨著北方政權的長期經營，士大夫中央化的趨勢也愈見明顯。見氏著：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１９８８），頁 ８６、９１。

〔３１〕　 〔唐〕李百藥撰：《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０）卷四五，列傳三七，《文苑

傳》，頁 ６０５。

〔３２〕、〔３３〕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７。

〔３４〕　 《宋書》，卷六七，列傳二七，頁 １７５４。

〔３５〕　 〔清〕嚴可均輯：《全晉文》（北京：商務出版社，１９９９），頁 ３３３。

〔３６〕　 《宋書》卷六七，列傳二七，頁 １７５４。

〔３７〕　 《洛陽伽藍記》卷二，頁 ９０、９１。

〔３８〕　 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頁 ９７。

〔３９〕　 見〔美〕斯蒂芬· 歐文（宇文所安）著，陳磊譯：《唐代别業詩的形成上》，

《古典文學知識》，１９９７，第 ６ 期。　

〔４０〕　 “假日隱士”的概念由（宇文所安）《唐代别業詩的形成下》一文中提出。收

入《古典文學知識》，１９９８，第 １ 期。　

〔４１〕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卷二四五，頁 ２７５０。

〔４２〕　 《全唐詩》卷四五五，頁 ５１６１。

〔４３〕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０），頁 ２２。

〔４４〕　 《庾子山集注》，頁 ２７。

〔４５〕　 《全唐詩》卷五六九，第七六，頁 ６６００。

〔４６〕　 《全唐詩》卷一二六，第二首，頁 １２６５。

〔４７〕　 《全唐詩》卷一三一，第二九首，頁 １３３６。

〔４８〕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２５。

〔４９〕　 《全唐詩》卷一四八，第一二二首，頁 １５２７。

〔５０〕　 《全唐詩》卷五，第五九首，頁 ６１。

〔５１〕　 王績《山中獨坐》：“試逐遊山去，聊觀避俗情。引流還當井，憑樹即爲楹。酒

中添藥氣，琴裏作松聲。石爐煎玉髓，土釜出金精。水碧連年服，雲丹計日

成。還看市朝路，無處不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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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３〕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８６。

〔５４〕　 見〔美〕斯蒂芬·歐文（宇文所安）著，陳磊譯：《唐代别業詩的形成下》，《古

典文學知識》，１９９８ 年第一期。

〔５５〕　 《舊唐書》即將王績列入《隱逸傳》。

〔５６〕　 庾信與北周宗室如宇文逌等交好，王績的交遊中則不乏初唐名臣如房玄齡、

魏徵等。

〔５７〕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２７２。

〔５８〕　 “春秋以後的士已是從宗法關係中獨立出來的食禄階層，失去了曾經佔有過

的封地。他們一旦成爲‘遺佚’者而無俸禄可吃，也就再没有其他穩定的經

濟來源，於是挨凍受餓也就難免，孔子爲吏以前‘貧且賤’就是有名的例子。

以這樣的身階隱而不仕，當然不會有什麽好地方住。……至於那些矢志避

世的人們自然更明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憲，留給他們隱居的地方就

只有人迹不到的深山巖穴。……隱者棲巖穴，仕者居高門，其間的天壤之别

在那時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見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０），頁 ８１—８２。

〔５９〕　 《史記》卷一二六，頁 ３２０２。

〔６０〕　 “《世説新語·文學》注引謝萬《八賢論》曰：‘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

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出處同歸’在東晉士人生活中得到空前

充分的體現，戴逵、孫綽、謝安、王羲之……或是士族官僚的代表，或以維護

禮法自任，然而如我們以前所述，他們同時又都是東晉隱逸文化和造園家的

代表。直到謝靈運這晉末宋初的園林名家也還是説：‘事爲名教用，道以神

理超。’他之所以能够把‘名教’和‘神理’統一起來，仍要歸功於仕隱關係的

日漸成熟。”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頁 ２２４。

〔６１〕　 如韋鳳娟：《試論魏晉朝隱之風與山水詩的興起》，收入《社會科學戰綫》，

１９８３，第 １ 期。

〔６２〕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８０），卷四一，列傳三三，

頁 ７３４。

〔６３〕　 《庾子山集注》，頁 ６６。

〔６４〕　 同上書，頁 ６４。

〔６５〕　 如《擬詠懷》“由來千種意，並是桃花源”（頁 ２４７），《奉報趙王惠酒》“行人忽

９４２從庾信到王績： 北朝至唐初别業詩的形成　



枉道，直進桃花源”（頁 ２８６），《和王少保遥傷周處士》“三山猶有鶴，五柳更

應春”（頁 ３０７）。

〔６６〕　 《舊唐書》卷一九二，列傳一四二，頁 ５１１６。

〔６７〕　 這種興趣在庾信《歸田》“穿渠移水碓，燒棘起山田”也可以看到。

〔６８〕　 《庾子山集注》，頁 ２８６。

〔６９〕　 沈佺期詩作：“臺階好赤松，别業對青峰。茆室承三顧，花源接九重。虹旗縈

秀木，鳳輦拂疏笻。徑直千官擁，溪長萬騎容。水堂開禹膳，山閣獻堯鍾。

皇鑑清居遠，天文睿獎濃。巖泉他夕夢，漁釣往年逢。共榮丞相府，偏降逸

人封。”别業裏的桃花源與别業外的九重宫闕正與庾信“桃花源”外的“冠蓋

風塵”一脈相承，從這首詩也可知庾信對於唐代别業文學的影響。沈詩見

《全唐詩》卷九七，頁 １０４４。

〔７０〕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１５。

〔７１〕　 葛曉音先生分析這首詩云：“這首詩中清心寡欲的隱士形象，是由王倪、齧

缺、桀溺、長沮、向詡、兒寬、常林等上古至漢代的各種隱士事迹化合而成。

曲木几不需人工雕琢，蝌蚪書爲遠古草創之文，又從日常用品及使用文字的

古樸見出其崇尚自然之意。繁花飼鶴、穿池養魚、補路修渠，均從平時生活

瑣事著眼，寫出隱者孤清、閑淡的心境。”見氏著：《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

陽：遼寧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頁 ８８。

〔７２〕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４５。

〔７３〕　 同上書，頁 １４１。

〔７４〕　 《庾子山集注》，頁 ３５３。

〔７５〕　 同上書，頁 ３２１。

〔７６〕　 同上書，頁 ３４９。

〔７７〕　 同上書，頁 ２４２。

〔７８〕　 同上書，頁 ２８４。

〔７９〕　 同上書，頁 ２７８。

〔８０〕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７２。

〔８１〕　 同上書，頁 １７８。

〔８２〕　 同上書，頁 １７８。

〔８３〕　 《庾子山集注》，頁 ３５５。

〔８４〕　 同上書，頁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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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同上書，頁 ２７９。

〔８６〕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６１。

〔８７〕　 同上書，頁 １８９。

〔８８〕　 《庾子山集注》，頁 ２９８。

〔８９〕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２１４。

〔９０〕　 《庾子山集注》，頁 ２０２。

〔９１〕　 同上書，頁 ３１９。

〔９２〕　 同上書，頁 １７９。

〔９３〕　 倪璠注此句云：“王子年《拾遺記》曰：仙人寧封食飛魚而死，兩百年更生。”

見《庾子山集注》，頁 ２７９。

〔９４〕　 《田家》三首之一，《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４５。

〔９５〕　 《贈學仙者》，《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４９。

〔９６〕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７６。

〔９７〕　 《庾子山集注》，頁 ２８０。

〔９８〕　 《王績詩文集校注》，頁 １４３。

１５２從庾信到王績： 北朝至唐初别業詩的形成　



Ｆｒｏｍ Ｙｕ Ｘｉｎ ｔｏ Ｗａｎｇ Ｊｉ：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ｅｙ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Ｕ Ｃｈｉａｈｕｉ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ｖｅｒ Ｙｕ Ｘ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Ｂｉｅｙ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ｅｙｅ （ｖｉｌｌ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Ｂｉｅｙ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Ｙｕ Ｘ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ｏｆ Ｂｉｅｙｅ

ｐｏｅｔｒｙ，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ａ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Ｙｕ ａｎｄ Ｗａｎｇｓ ｒｅ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ｔｙ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ｂ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ｓｔｙｌ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ｘ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 ｕｎａｄｏｒｎ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Ｙｕ ａｎｄ

Ｗａｎｇｓ Ｂｉｅｙ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ｐｏｅ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ａｌ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ｎ Ｓｈｕｉ ａｎｄ Ｔｉａｎ Ｙ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Ｙｕ Ｘｉｎ，Ｗａｎｇ Ｊｉ，Ｂｉｅｙｅ，Ｔｉａｎ Ｙｕ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

２５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期）


